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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務事務互動中，永業文官回應政務官員具有規範性及經

驗性意義。但是，過去研究文獻大多採取由上而下的角度解釋雙

方互動與事務官回應。即使後續研究認為政務事務互動是一個動

態過程且強調雙方混合或合作關係，不過仍然對於事務官回應政

務領導之瞭解甚少。此外，在國內民主轉型環境下，如何讓事務

官願意回應政務領導具有理論與實務價值。本文採取由下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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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應用事務官對政治的容忍之態度，探討事務官看待政策過

程的民主政治運作是否影響他們回應政務領導。本文使用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進行檢驗並發現，當事務官對政治的容忍

程度愈高時，行政回應立場也較為正面。本文貢獻在於探討過去

文獻較少關注文官本身的政治認知，即對政治的容忍，希望補充

既有國內外政務事務關係與官僚回應研究之不足。最後，本文提

出一些後續研究與實務建議。  

 

關鍵詞：   政務事務關係、回應性、政治控制、政治行政二分、對政

治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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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民主治理中如何讓非經民選出身的專業文官具有回應性，

一 直 是 學 界 與 實 務 界 長 期 思索的議題。尤其，官僚的回應性

（ responsiveness）是民主治理系統所重視的公共價值或機制設計。

依據研究文獻指出，官僚回應性的概念相當模糊，而回應對象的範

圍也相當廣泛，包括市民、民選與政務官員、大眾媒體，甚至於法

律、專業責任倫理或公共利益等（Rourke, 1984; Saltzstein, 1992; 

Romzek and Ingraham, 2000; Bryer, 2007; de Graaf, 2010；蔡允棟，

2001；陳敦源等，2006；廖洲棚，2016）。
1
 不過，在多元民主政

治環境下，文官體系首要回應對象就是經由選舉程序之政治性權

威：代表民意的民選或政務官員。雖然，民選或政務官員可能偏袒

特定利益或背離民意（Miller, 2000），但是相對於多數民意的不確

定性或公共利益的模糊內涵，民選或政務官員的政策指示具有高度

的課責要求與明確性，使得事務官勢必面對與回應之，不論他們本

身是否喜歡這些政治上司。不過，目前研究文獻對於事務官如何回

應政務領導之瞭解並不多。  

過去文獻討論政務事務關係與官僚回應，主要認為事務官必須

服從政治權威的指示與領導。一方面，在監管式民主環境下，非民

選的事務官接受代表民意的政務官領導與命令（Redford, 1969）。

                                                        

1. 無可避免地，面對多元的回應對象或價值，文官經常必須處理價值衝突與選擇問題，請

參閱 Kaufman（1956）、Levine et al.（1990）、Cooper（1986）。本文的焦點主要在於

回應政務官員，有關回應其他對象或價值，甚至衍生衝突與選擇困境，需要另外的論文

篇幅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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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控制論者也認為，在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下事務官扮演政策執

行的工具性角色，政務官可以藉由各種管理與控制策略來落實事務

官的民主回應性（Moe, 1993；Wood and Waterman, 1994）。另一方

面，在政治行政二分（dichotomy）論述強調事務官所負責的行政事

務必須依據專業知識及效率原則，忠實地執行政策並遠離政治干預

（Wilson, 1887；Goodnow, 1900；Friedrich, 1940）。不過，這些論

點容易忽略文官體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也是目標導向之政策行動

者（Appleby, 1949; Long, 1949; Levine et al., 1990）。後續，相關學

者以動態的角度觀察政務事務間合作或混合關係且認為，儘管政務

與事務官間之價值與目標不同，但是在功能角色重疊之下而有更多

相互涉入與合作之可能（Svara, 1999; 2001; 2006a; Dunn and Legge, 

2002; Maranto, 2005; Demir and Nyhan, 2008; Aberbach et al., 1981；

Gregory, 1991; Ingraham and Ban, 1988）。換言之，當雙方瞭解與接

受彼此的價值與立場，即政務官的政治權威與事務官的專業經驗，

始能創造雙方合作的契機。但是，依據 Meier 與 O’Toole（2006）的

官僚價值（bureaucratic value）觀點來看，過去主流研究偏向討論由

上而下的互動關係，但對於事務官的特定政治或政策態度及其影響

的瞭解並不多。即便後續研究修正為動態論點，不是過於樂觀看待

合作關係，就是忽略雙方衝突的本質。所以，在民主回應與專業責

任兩個制度性價值影響下（Finer, 1941; Friedrich, 1940），事務官如

何看待政策過程中民主政治運作與回應政務領導？  

回觀國內，民主化後政務事務間動態發展是過去威權體制文官

所未見。當台灣的政治體制走過民主轉型與深化後，民主化前已建

立的專業文官體系正面臨多元民主政治的衝擊：政黨競爭與政權輪

替、利益團體的競逐與社會運動的崛起（王輝煌，20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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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國內學者利用國外理論文獻分別從正式制度面與非正式互

動面，紀錄與探究民主化對於行政體系運作之影響與轉變。例如，

蔡秀涓（2012）從人事管理與組織領導角度討論政務官與事務官的

差異，並從政務官的領導角度，探究與建議其如何與事務文官互動，

以減少兩者不同的治理角色在互動過程的各項衝突。而黃東益

（2013）與熊忠勇（2012）也利用訪談資料與討論中央政府政務官

與高階事務官間日益緊張與衝突，以及夥伴關係建立的契機與困

境。另外，陳敦源（2002，2012）與廖洲棚（2016）利用賽局理論

分析雙方互動結構，並討論政務官的偏好選擇與事務官的策略回

應。即便國內文獻已經累積豐富的質性研究成果，但是經驗性實證

研究並不多。國內學者也藉由 Aberbach 等人（1981）的分析架構，

利用問卷資料或二手調查資料，探究事務文官的政治態度與行政行

為（Huang et al., 2005；賴維堯，1995；王俊元，2010；王光旭，2012），

發現國內文官體系屬於對政治的容忍低而專案承諾高的技術官僚類

型，且高階文官涉入政策制定與政治的程度較高。然而，如同國外

研究文獻所遇到的瓶頸（Lee and Raadschelders, 2008），國內相關

調查或個案研究偏向敘述性分析，量化研究也欠缺理論建立與檢

驗。所以，吾等好奇的是，國內 2000 年時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當

中央政府文官體系首要面對經由選舉過程的新政治權威時，事務官

如何看待與回應政務領導？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系統性檢驗政務事務互動中事務官如何正向

回應政務領導。本文應用 Aberbach 等人（1981）與 Gregory（1991）

研究對政治的容忍（ tolerance of politics）態度，探討事務官看待多

元民主的政治運作，並採取由下而上角度進一步討論與檢驗對政治

的容忍態度是否影響他們在政務事務互動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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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取次級調查資料分析，資料來源是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

庫。誠然該等資料庫的調查時間距今已有十年，但是其仍具有使用

的價值。第一，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是目前國內應用 Aberbach

等人（1981）分析架構最具規模與齊全的調查資料。即便已有十年

之久，至今國內研究文獻討論政務事務互動仍多侷限於敘述性分析

或個案探討，少有研究進行系統性檢驗事務官的政治與行政態度如

何影響在政務事務互動中官僚行為。這個資料庫正好包括對政治的

容忍與政務事務互動關係相關測量題目，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且可

以進一步填補過去國內外研究文獻的不足。第二，此等資料庫應該

可以反映台灣文官體系如何面對民主轉型的政治環境，尤其是國內

第一次中央層級的政黨輪替後政務事務互動關係。該資料的調查時

間正好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後期。過去 2000 年民進黨首次贏得總

統大選後，在日益明顯的政治控制之下，政務與事務官員雙方的摩

擦與齟齬便屢見不鮮，執政者經常抱怨其政策主張受到來自事務文

官的制肘，甚至將政策責任歸咎於前朝官僚。
2
 此等「新政府、舊

官僚」的政治行政間衝突問題已經獲得國內學界的高度關注（熊忠

勇，2012；蔡秀涓，2012；黃東益，2013；廖洲棚，2016）。然而，

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國內研究文獻除了質性分析外，仍欠缺系

統性探究政務事務互動情形，也尚未進一步探討事務官員如何回應

這些亟欲控制的政治上司的情形。本文利用此等樣本資料可用以檢

驗當時事務官的政治態度與行政回應，並將有助於瞭解政務事務間

衝突的磨合可能，而具有實務與學術的意義。  

                                                        

2. 有關當時政務事務衝突各項狀況，可參閱余致力（2002）的相關新聞分析與黃東益（2013）

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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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政務事務互動與回應性 

在現代民主政府體系下，政務事務關係代表著民主政治與官僚

體系間一項聯結。官僚回應也經常反映政務事務互動情形而成為學

界與實務界注目的焦點。從民主治理角度，在「監管式民主」

（overhead democracy）體系下（Redford, 1969; Durant, 1995），永

業文官的回應乃是透過「選民－民選 /政務官－事務官」的多重課責

機制來完成。亦即，民眾藉由投票程序選擇民選官員與組成政府，

而民選官員必須在政策規劃與立法上反映民眾需求並接受下次選舉

的考驗。不過，徒法不足以行，民選官員仍需要授權或指揮文官體

系落實政策並監督執行成果。所以，文官體系經常被視為中立的政

策執行工具，必須服膺於民主制度，始符合回應性與民主價值。  

進一步看民主政治下政務事務間互動與回應，又以政治行政二

分（dichotomy）論述最具代表性。二分論述係源於美國進步年代

（1890-1920）期間對於政府效能所發起的改革策略。此等改革呼應

Wilson（1887）倡導政府的行政層面屬於事務運作，行政的問題不

能任由政治介入與干預，並在永業保障制度下，負責行政的事務官

須遠離黨派政治競爭與干預。
3
 同時，Goodnow（1900）也認為現

代政府可以區分政治與行政的功能，前者是政治意志的表現而後者

是政治意志的執行。行政功能屬於科學管理的專業領域，必須隔絕

                                                        

3. Wilson（1887）一文聯結政治與行政二分論述在日後被學界公認為公共行政領域獨立發

展的源頭（Ostrom, 1973；Levine et al., 1990；Georgiou, 2014；陳敦源，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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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競爭之外，講求客觀及有效地落實政治功能設定的目標。所

以在中立能力（neutral competence）價值下（Kaufman, 1956），事

務官依據客觀與科學的判斷準則，而非個人、政黨或其他特定對象，

平衡地對待政務官，提供他們決策所需各項行政協助，並拒絕政治

尋租與不當干預。若事務官本身與政務上司的政策意見相左，事務

官應該對內盡力提供相關可行之客觀建議，而對外則本身不再發表

意見，並落實政務上司的最後指示（Kemaghan, 1976）。質言之，

遠離政治的事務官仍主要藉由服膺於政治權威來落實其回應性。  

然而，二分論述早已受到學界質疑與現實政務事務互動情形脫

節。實務上事務官涉入政策制定，使得理念上政治與行政間二分的

絕對界線逐漸模糊。自 1940 年代以後，許多文獻開始關注事務官身

涉政策過程中的政策規劃與協商，尤其他們不僅可以憑藉專業而得

以發揮政治影響力，也可以運用裁量權來產生實質的政治結果

（Appleby, 1949; Long, 1949; Kaufman, 1956）。面對在政策過程中

事務官的影響力益形顯著，研究文獻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論點討論政

務事務關係與官僚回應性：控制與合作。  

第一種論點是政治學主流理論：政治控制。政治控制論利用組

織經濟學的代理人理論來解釋文官體系如何回應民選官員。此等論

點假定文官體系應該扮演中立的執行者外，也認為追求自主性的文

官與政務官間目標或利益不一致而存在代理人問題，而成為政府效

能低落的問題來源。在結合 1980 年代開始之政府再造運動風潮之

下，國內外對於打擊官僚（bureaucracy bashing）論述不斷。
4
 民選

                                                        

4. 對於文官體系的無效率或無回應的批判，除了部分學界與實務界傾向更多實質或程序性

控制、或者解構官僚及擁抱市場機制之外，也有學者從強化內在控制（inner check）角

度，在信念、倫理規範或動機面向上，深化專業文官應有的責任認知（Coop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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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務官員的最佳管理策略不是採取市場化的解構官僚，就是加強

政治化的控制官僚。尤其，在行政部門體系下，控制論者認為政治

權威（民選首長如總統及其指派之政務官）可以透過領導與控制策

略（包括預算、人事、行政命令等），
5
 讓非選舉出身的文官體系

回應其政治議程與政策目標，以落實其政治意志（McCubbins et al., 

1987; Moe, 1993; Wood and Waterman, 1994）。  

不過，政治控制的效果可能有所限制。首先，民選或政務官員

必須面對掌握資訊優勢的自主性官僚。相對於事務官的專業知識與

長年歷練，民選或政務官員也許是政治老手但可能是行政菜鳥，必

須仰賴底下文官提供如牛毛般的各式法令規章、決策所需的建議與

資訊、乃至於維繫機關運作的潛規則等。一旦，下屬刻意隱蔽或錯

誤導引，則政治上司的決策可能大打折扣。而且，民選或政務官員

的任期甚短，不僅花費較多時間處理對外關係與溝通，對於就任機

關的社會連結不深，使得可能在人際調適與管理控制上，產生不少

困擾。
6
 同時，事務官本身的偏好也受到忽略。事務官也是一個具

                                                                                                                     

Mosher, 1982; Frederickson, 1997；余致力，2000），包括公共利益、公平正義、依法行

政與正當程序等價值。  

5. 實務上，世界各國的政治控制的程度與方式不一，最為明顯的案例，便是美國的「行政

總統」（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所採行各種強勢改革（Nathan, 1983; Ingraham, 1987; 

Moe, 1993; Meier and Bohte, 2007; Lewis, 2008），包括強化總統幕僚組織與人員的決策

能力、增加各部政治任命官員規模、重組預算與人事單位等。  

6. 有關政務官員面臨的控制困境，可以參閱 Heclo（1975; 1977）的經典著作，其他研究文

獻可以參閱 Brehm 與 Gates（1999）從調查資料發現，因為資訊不對稱與控制幅度問題，

政務官員很難確切掌握底下事務文官的實際工作或偷懶行為。Golden（2000）利用個案

分析，發現美國雷根總統採取強勢的控制手段，雖然取得不少官僚的回應與順服，也遭

遇一些特定機關的頑強反抗。在美國，面對政務官員的指示，除了回應與順服外，不少

案例出現事務文官採取拖延執行、洩漏訊息、越級報告以及與民間團體結盟等異議行為

（O’Leary, 2006）。在國內，林俐君（2014）利用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的「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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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標導向與維護自主性的政治行動者（Wilson, 1989）。當政務與

事務間目標或利益不一致時，
7
 在維護自主性的優先考量下，事務

官可能會採取策略性回應（Huber, 2007），而對於政務領導的回應

將趨於保守。所以 Mosher（1982）質疑距離民意有三步之遙的專業

文官能否忠實回應民眾的需求。  

此外，政治控制也引起文官體系政治化的疑慮。以美國為例，

研究文獻發現官僚的政治化雖然取得一定的控制成果，但是也引起

部分文官的反抗而加深政務與事務官間之不信任與衝突（Golden, 

2000; O’Leary, 2006）。部分學者更加擔心過度的政治化將侵蝕文官

體系的功績制傳統與發揮中立能力，不僅打擊事務官士氣，也將影

響政府整體運作的穩定與效能（Heclo, 1975; Aberbach and Rockman, 

1988），因而重申文官體系的專業能力與制度性價值可以用以制衡

多元民主的政治弊病（Goodsell, 1994; Wamsley et al., 1990; Meier, 

1997；余致力，2000）。  

第二種論點係以合作的角度來詮釋政務事務間互動。較為著名

的觀點是研究美國地方政府學者 Svara（1999, 2001; 2006a）所提出

互補性（complementary），企圖取代傳統的二分概念。
8
 他認為政

                                                                                                                     

部長（Yes, Minister）」影集，作為文本分析素材，分析英國高級文官如何運用正式與

非正式方式，回應政務官員的指示。  

7. 其實，民選或政務官員並非皆為國為民。Miller 等人認為代理人論無法全然適用在公部

門，因為民選或政務官員會基於特定政治目的而偏離民意，而產生政治的道德風險問題

（Miller, 2000；Knott and Miller, 2008；Miller and Whitford, 2016）。所以，事務官不單

是民主政治的執行工具而是中立的受託者（trustee），事務官必須擺脫特定關係的牽絆，

甚至扮演制衡的制度性角色，始能公正地為多數人服務（Miller, 2000）。 

8. 面對二分論述有效性的質疑，Overeem（2005）以政治中立的需要，肯定其存在價值。

對於 Svara（2006a）特別撰文評論與強化互補性的立論基礎，Overeem（2006）也立即

回應，並認同政治與行政關係是各自區別卻又緊密相連，只不過兩人各自強調區別的一

面，如同觀看一只半瓶水，一人看到瓶中一半的水，而另一人則看另一半的空瓶。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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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官與事務官在不同層級（任務、政策、行政、管理）上各自發揮

不同功能：前者訂定政策方向，選擇政策方案與監督；後者則提供

政策規劃相關方案建議，建立計畫步驟與實際執行（Svara, 2008；

彭錦鵬，2002）。後續經驗資料也證實，儘管政務與事務官間之角

色與價值不同，但兩方不僅相互涉入：政務官的規劃方向設定或限

縮事務官的執行範圍，而事務官的專業建議與實際執行影響政務官

的政策制定內容，進而發展出功能上互補關係（Svara, 2001; 2006b; 

Demir and Nyhan, 2008; Demir, 2009），來確保政策規劃與執行的一

致性。在此等互補關係下，雙方藉由相互溝通與瞭解，來化解衝突

與建立夥伴關係，促成政務事務間形成政策目標的共識與默契

（Demir and Nank, 2012; Demir and Reddick, 2012; Demir, 2011; 

Demir et al., 2015）。然而，不同角色間建立合作關係需要時間磨合

而非一蹴可幾（Durant, 1990）。雖然學界相信政務與事務間應該形

成一個公共服務團隊，相互協調並採取一致行動，以共同追求公共

利益（ Ingraham and Ban,1988; Brewer and Maranto, 2000; Svara, 

2006b）。但是，相關論點可能過於樂觀期待雙方合作的意願與能力

（Overeem, 2006），忽略政治與行政間是既分立又相連的衝突本質。 

除了觀察美國地方政府層級的政務事務關係外，學界也進行單

一國家與跨國比較研究。最為著名的就是 Aberbach 等人（1981）針

對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美民主國家的政治與行政

精英，進行民主政治與行政專業態度調查，並將雙方互動分成政策 /

                                                                                                                     

互補或合作觀點，有利於解釋事務文官的回應性：協助政務官員的政策規劃與執行

（Svara, 2006a），但 Overeem（2006）認為，互補性論點忽略兩者所追求價值間潛在矛

盾或牽制關係。除了二分、互補性論述外，也有學者以浮動的疆界（frontier）來形容政

治行政間動態與衝突的本質，請參閱 Cawle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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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利益 /事實、衝勁 /均衡及混合四種類型。
9
 他們發現政治型

官僚兼具回應與專業特質，並相信文官的政治回應與專業行政可

以並存（Aberbach et al., 1981）。後續不少學者試圖修正 Aberbach

等人的類型定義之外（Campbell, 1988），也納入與比較其他國家

（Bourgault and Dion, 1993; Gregory, 1991; Hacek, 2006），並發現各

國的政務事務互動的混合程度會因不同的政治社會與歷史背景差異

而不盡相同，其中以美國的混合程度較高。也就是說，美國事務官

涉入政治或受政治影響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儘管 Aberbach 等人

（1981）開啟往後政務事務關係經驗性研究之基礎並普遍獲得學界

肯定，可惜的是，他們研究架構與結果偏向敘述性與類型分析，欠

缺理論建立與假設檢驗，致使後續的研究累積產生瓶頸（Lee and 

Raadschelers, 2008）。除此之外，面對多元民主與政治競爭環境下，

政務與事務官員基於角色的不同而難免有所衝突，Aberbach 等人

（1981）架構並未區別事務官對於民主政治的正向認知是否代表官

僚的政治回應性，也未進一步探討混合的互動關係如何協調政策過

程中專業判斷與政治需求的隔閡。  

二、回應性官僚與對政治的容忍 

雖然學界已認知到政治行政間動態的互動過程（Aberbach et al., 

1981; Svara, 2001; Demir et al., 2015），但是政務事務關係研究文獻

對於互動過程中事務官如何回應政務領導的瞭解並不多。在政務事

                                                        

9. 此外，Peters（1987）、Peters 與 Pierre（2001）也提出 5 種互動關係：正式模式（formal 

model）、村落生活模式（village life model）、功能模式（function model）、敵對模式

（adversarial model）、行政國模式（administrative state model）。Ingraham 與 Ban（1988）

也提出管理、倫理、政策與公共服務四種政務事務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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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互動中，官僚的回應性不僅象徵政治面的民主課責元素，也反映

管理面的合作效能表現。然而，目前相關論點不是相信控制的有效

性就是期待合作的發酵，甚少研究可以真正反映政務事務互動過程

中事務官對於政務官的認知與回應情形。Golden（2000）是少數關

注此議題的學者，她不僅將事務官回應視為順服上級指示，也是一

種合作行為，分別從個人動機、組織性因素與政治控制來檢驗美國

雷根總統任內事務官回應政務領導，並發現相當程度上事務官回應

受到組織環境影響下個人成就或公益導向動機之影響，也與事務官

專業價值或意識形態有關。因為事務官回應情形涉及不同面向，本

文希望聚焦於事務官對於政務領導的回應態度。這種行政的回應傾

向是指在政務事務互動中事務官對於政務官決策的評價認知，可能

是積極順服，也可能是被動抵制，將與他們的特定的政治或政策偏

好有關。以下本文將從組織制度理論進一步探討事務官的回應與他

們在政策過程中對於民主政治影響的態度間關係，並提出待驗假設。 

首先，民主治理中面對代表民意的政務官員指示時，一個負責

任（responsible）文官的態度應是依據專業知識與判斷，提供客觀建

議並忠實執行政府政策。依據組織制度理論（March and Olsen, 1989; 

1995），組織內部成員的價值、偏好與工作認知經常取決於外在治

理制度與組織本身的定義。組織作為一種集體制度，也是必須回應

外在環境的開放性系統，藉由確立正式規則與非正式共同信念或規

範，型塑內部成員做什麼、如何做及為何而做，以確保成員的工作

目標與組織制度價值一致，並因應外在環境的要求或改變（Kaufman, 

1960; Scott, 1995）。所以，文官的工作認知與回應外在改變，一定

程度上會受到制度或組織形塑他們如何認知自己、其他組織成員與

外部環境。過去的控制官僚文獻已指出（Friedrich, 1940; Finer,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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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2000; Meier and Bothe, 2007），事務官行政工作信念或態度，

同時會受到兩種制度性影響：監管式民主的控制與課責要求以及專

業責任或倫理之影響。在政務事務互動中，一方面在中立價值指引

下，事務官傾向秉持客觀與專業判斷，拒絕政治的干預或扭曲政策

理性。另一方面，基於民主回應與課責的精神，事務官對於民主政

治與制度的支持或承諾，接受民主的合法性權威並向民選官員負

責。因此，從規範性角度來看，行政機關內文官被期待回應兩種制

度性價值，所發揮的角色與功能應在於依從上級指示，提供必要的

資訊與建議，利用專業能力協助政策規劃與依法執行。  

誠然，事務官結合兩種制度性價值並不容易。民主回應與行政

專業都是民主治理可欲的價值與目標，卻經常產生衝突。在個體層

次上，事務官必然面臨一個兩難：服從政務官員的政策方向與指示，

還是堅守專業判斷與客觀立場，向權力說真話？制度上政務官與事

務官各自追求不同價值或目標：政務官重視民眾短期需求、政治熱

情或改變等，而事務官強調長期規劃、冷靜或穩定性等（Aberbach et 

al., 1981; Svara, 2001）。因為雙方的基本價值不同，政務官可能認

定文官體系過於保守、消極或無效率，而事務官埋怨上層的專業能

力不足、以選舉考量的利益分配或歸究責任。同時，事務官體系也

是理性與目標導向組織（ Downs, 1967; Dunleavy, 1991; Wilson, 

1989），他們的決策會以滿足組織性及個人目標或偏好為主要目的。

在民主體制下事務官必須回應政務領導的各項控制與設定的目標。

當雙方的工作目標或偏好一致時，事務官將較願意接納政務領導。

反之，若雙方目標或利益不一致時，政務官經常質疑事務官所提供

的資訊與作為，而事務官可能在可信承諾的疑慮與維護自主性的優

先考量下採取策略性回應（Huber, 2007），而對於政務領導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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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趨於保守。不過，相關學者也觀察當政務官尊重事務官的專業判

斷，而事務官服膺政務官的政治權威（Ingraham and Ban, 1988; Dunn, 

1997; Svara, 2006b; Maranto, 2005），則良性對話與正向認知有助於

政務官政令下達與事務官回應執行。  

故而，如何調合民主政治與官僚體系之運作一直是學界中待解

的議題（Waldo, 1952; Schumpeter, 1976; Etzioni-Halevy, 1985；陳敦

源，2002；2012）。有論者懷疑，冀望事務官同時追求相互衝突的

價值似乎過於理想（West, 2005），但是也有論者抱持正面的態度並

認為即便衝突不可避免，但兩者仍可以從對抗走向對話（Rourke, 

1992; Aberbach and Rockman, 1994；王千文，2008）。如同 Waldo

（1952: 103）所言，雖然民主與官僚間本質上必然有所衝突，但衝

突應該為民主制度所允許但不能讓其危及民主本身。  

不可否認的，面對多元民主的治理環境下，文官體系雖得以專

業與中立而遠離政治干預，但是無可避免地必須接受民主政治的影

響與回應民意要求。當專業文官勢必面對與回應政策過程中的民主

政治影響，包括政務領導、多元政治與政黨競爭以及選舉式民主體

制與民意等，則他們對於民主政治影響政策的認知態度可能會影響

其回應性。尤其，在政務事務互動上。從事務官角色認知的論點

（Pfiffner, 1987），在政務事務互動上，作為政務官的部屬，事務官

必須具備專業能力，提供必要的資訊與建議，並依從政治上司的指

示，協助政策規劃與執行；但是，身為市民的代表，得拒絕違法或

不當的政治指示。又作為民主制度的執行者，事務官應正視民主制

度的遊戲規則（如選舉、權力制衡、行政中立等），履行機關任務

並回應政務官員所代表的政治權威與民意；但是，身為公益受託者，

也應以專業能力拒絕政治過度干預或矯正政治的缺失，最後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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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的意志得以有效、穩定與客觀地執行。  

所以，文官在民主治理中的回應角色可能具有相對性，而非絕

對性服膺於單一價值目標（即政治忠誠或專業獨尊）。一方面，事

務官必須正視政務官權威性，意識到職務上有責任回應政務官員的

指示。不論他們私底下喜不喜歡這些政治上司，都認知到政治改變

將帶來政策改變的合法性，而提供上司所需資訊與建議並共同為民

眾服務。另一方面，若事務官發現政務官的指示並非為國為民時，

則應該思考如何以回應公眾的利益為先。的確，民主政治是民主國

家權威的合法性與代表性的來源，而學界與實務界所擔心的派系與

利益政治也是民主政治過程中的一項特性。
10

 然而，文官體系勢必

要認真面對經由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威（民選及政務官員）與多元壓

力下民主政治運作，並回應他們對政策過程的影響。同時，在功績

制與永業保障下，事務官仍保有專業判斷與自主性。所以，在專業

與回應價值之間某種緊張的共生性下，有時事務官可能對於政策過

程中的民主政治運作的態度有所保留。  

進一步看此等事務官的政治認知，本文利用 Gregory（1991）所

用「對政治的容忍」指標來瞭解事務官對於政策過程中民主政治運

作之態度，並討論檢驗政務事務關係中的回應。「對政治的容忍」

指標原本來自 Aberbach 等人（1981）調查歐美等民主國家事務文官

                                                        

10. 在概念上，所謂的「政治」可以進一步區分兩種意義（Caiden, 1971; Montjoy and Watson, 

1995; Overeem, 2005; 2012）：政黨政治（party politics）與政策政治（policy politics）。

在政黨政治意義上，事務文官不參與選舉政治活動，不介入政黨紛爭，且平衡地對待不

同執政政黨及政務官員。在政策政治意義上，事務文官實際涉入政策制定，基於專業知

識與經驗判斷，協助政務官員實現政策承諾，以回應民意需求。前者要求文官必須與黨

派競爭保持絕對的距離，文官不參與政治人物間選舉恩怨，拒絕黨派干預與貪腐

（Dahlstrom et al., 2012）；而後者承認文官也扮演政治與政策角色（Rourke, 1984），

讓政治與行政有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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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國研究，特別用以測量官員支持多元民主政治運作的態度。依

據 Aberbach 等人（1981: 176）解釋，這個變數用可以測量事務官對

於民主政治影響政策過程與結果的特定態度：當事務官認為民主政

治帶給公共事務的影響是無效率或產生不當後果時，則傾向負向評

價民主政治運作；若事務官重視制度化的民主競爭環境且認為民主

政治未必產生負面後果時，則傾向正向評價民主政治運作。Aberbach

等人（1981）及後續相關研究也指出，英美等先進民主國家的文官

兼具政治與專業特質，而其他國家如（義大利）文官較傾向專業工

作承諾，但對於政治的容忍較低。本文認為，基於民主回應的制度

性規範，成熟民主國家的事務官，尤其是高階文官，可能已習於政

策過程中民主政治運作，認知自身在治理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

接受民主遊戲規則（如選舉、政黨競爭、權力制衡等）影響政策過

程。同時，在專業責任要求下，他們必須試圖在政治與行政間找尋

平衡。即使，民主政治在政策過程中帶來不少衝突、偏差或貪腐等

問題，他們可能仍有所容忍而接受政務官所代表的政治權威。除此

之外，其他學者如 Svara（2006a）與 Maranto（2005）強調事務官應

該尊重政務官的政治權威。Maranto（2012）更藉由個案訪談研究結

果，建議政務與事務彼此可以調整自身的態度，尤其雙方必須放下

成見，認真看待對方的制度性角色與影響。這些相關研究見解也與

「對政治的容忍」所意謂事務官接納民主政治運作意義相當。因此，

文官「對政治的容忍」可視為對於民主政治（包括多元政治與政黨

競爭、政務領導與控制等）影響政策過程的評價或認同。換言之，

基於民主政治在政策過程的正當性基礎，事務官是否認真看待民主

制度下政務官所展現的政治權威與民意，而可以容忍在政策過程中

民主政治運作的各種影響。當「對政治的容忍」程度越高者，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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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務事務互動中事務官將會正面看待代表民意的政務官處理政策

問題與公眾需求，進一步而使得他們可能會接受或回應政務領導。

最後，本文提出假設：當事務官對政治的容忍愈高，對於政務領導

的回應態度愈正面。  

參、資料與測量 

本文資料來源為前國科會（現為科技部）2008 年「權力轉換與

文官中立：態度、可信承諾、與政務 /事務人員關係」專題研究計畫

（編號：NSC-96-2414-H-004-037-SS2），所建構的台灣政府文官調

查資料（後簡稱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的相關題組。該調查

的母體為經由國家考試而進用的正式公務人員，包括中央政府機關

各部會、各地方縣市政府及各鄉鎮市區公所公務人員，但排除軍警

單位、國營事業及公立醫院、學校人員，共計 13 萬 559 位，具備簡

薦委任派資格之正式人員。抽樣方式為依據中央與地方政府層級與

官等兩類，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分配受訪對象樣本。執行調查時

間為 2008 年 1 月 24 日至同年 3 月 14 日，總共訪問 3042 人，而有

效樣本數為 1962 人，有效回收率為 64.5%。其中，訪問中央層級公

務人員為 1027 人，而地方層級為 935 人，另簡任派官等計有 119 人，

薦任派官等計有 1060 人，委任派官等計有 783 人。  

本文研究的統計分析樣本將選取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中

央層級簡任與薦任官員（共計 672 位受訪者），希望探求中央政府

中高階文官的政治與行政回應態度。過去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大多

聚焦在高階文官（Aberbach et al., 1981; Gregory, 1991; Jacobsen, 

1999; Huang et al., 2005；賴維堯，1995；余致力，1999）。國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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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官調查研究發現，高階文官認知本身角色是事實提供者也是利

益平衡者（賴維堯，1995）。Huang 等人（2005）調查中央機關九

職等以上主管，發現國內中高階文官可歸類為對政治的容忍低而方

案承諾高的技術性官僚。雖然，高階文官位居政務事務互動的連接

面，擔任文官體系與政務官間溝通橋梁，傳達政策指示與提供行政

經驗，也因有較多機會與政務官互動與涉入政策規劃而顯較具有政

治性格。不過，行政體系為數最多的是中基層文官。尤其，薦任官

層級的科長、股長與科員等中堅份子，擔任許多政策業務的細部規

劃與執行工作。薦任主管往往主責推動所屬某項業務政策，因而可

能較有機會與政務首長直接接觸外，許多薦任承辦人員的工作內容

與方向也會間接地受到政務官指示所影響。所以，薦任文官的政治

態度如何影響行政回應仍具有一定的實證意義。  

依據前述文獻回顧，本文將檢驗事務官願意正向回應政務官之

可能影響因素，並聚焦在政策過程中他們如何認知民主政治運作：

對政治的容忍。因為採取次級資料分析，依據相關文獻建議（Kiecolt 

and Nathan, 1985; Hair et al., 2010; Babbie, 2012; Johnston, 2014），

本文檢視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問卷題目設計，主要來自於

Aberbach 等人（1981）與 Gregory（1991）跨國實證研究的量表以及

後續國內 Huang 等人（2005）高階文官的調查題目。相關題目設計

係探究國內文官的中立行為及政治行政互動關係（陳敦源、呂佳螢，

2009），相近於本文目的。所以，依據研究問題意識，本文選取資

料庫兩大題組：政治行政互動、對政治的容忍，作為自、依變數的

測量題目來源。所有相關測量題目將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

析，以確認資料是否符合本文研究目的及架構，並依據確認結果後

的題目文義與理論意涵來命名相關因素。相關測量題目與變數命

名，詳參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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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自變數為事務官「對政治的容忍」，概念定義是事

務文官對於民主政治運作與影響政策過程的態度。在民主治理環

境，事務文官的職責在於利用專業行政職能以回應政務官員與民意

的需要。所以，對政治的容忍反映各級文官對於民主政治（包括多

元政治與政黨競爭、政務領導與控制等）影響政策過程的評價或認

同。相關測量題目取自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的第 75 至第 82

題。這個題組是來自 Putnam（1973）、Aberbach 等人（1981）與

Gregory（1991）的對政治的容忍（ tolerance of politics）量表，反映

事務官對於政務領導或其代表的民主政治運作影響行政的態度。換

言之，這個題組是用來測量行政的文官對於公共政策過程中來自政

治系統影響的看法或是一種政治回應認知（蔡秀涓、王千文，2008）。 

表一 變數與測量題目  

對政治的容忍（1 為非常同意，6 為非常不同意，Cronbach’s alpha = 

0.70）  

․  政務人員干預行政機關所負責的事務，是我國行政運作的一項

隱憂  

․  在我國政策形成過程中，往往太過偏重政治人物及政黨的利益  

․  雖然幾個主要政黨在我國政治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們經常造

成不必要的政治衝突  

․  假使能減少政治人物在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而增加行政部門

專家的影響力，政府行政效能應可大大提高  

行政回應立場（1 為非常同意，6 為非常不同意，Cronbach’s alpha = 

0.64）  

․  當政務人員的政策方向與事務人員有所不同時，事務人員在執  

行上會變得比較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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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務人員推動的許多政策，只是為了要減少事後被民眾究責，

而不是真為民謀福  

․  當政務人員將政策失敗的責任歸給事務人員時，事務人員的工

作態度會變得比較消極  

控制變數  

․  年齡  

․  現職年資（單位為年，連續變數，未達 1 年者併入 1 年者計算） 

․  教育程度（重新編碼，國中以下者為 1，高中職與官校者為 2，

專科者為 3，大學者為 4，研究所者為 5）  

․  主管職（非擔任主管=0、擔任主管=1）  

․  性別（女=0、男=1）  

․  黨派立場（重新編碼，選擇國民黨、親民黨、新黨與偏向泛藍

者，編碼為 1（泛藍），選擇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偏向泛

綠者，編碼為 2（泛綠），選擇其他或無黨派者，編碼為 3（無

黨派）。  

資料來源：2008 年「權力轉換與文官中立：態度、可信承諾、與政務 /

事務人員關係」專題研究計畫調查問卷。  

針對第 75 至第 82 題這八道題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

示 KMO 值為 0.677 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有達顯著性，表示此等題目

可以進行因素分析。另經過採取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 

analysis）的萃取方式與直交轉軸法後，發現有三個因素的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累積可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為 0.59。其中，

第 76、79、81、82 題的因素特徵值（eigenvalue）最大，為 2.25，

且四題的因素負荷量也有超過 50%。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出現三個

潛在因素，可能因為現實政務事務互動多元，而顯示對政治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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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可能有不同的次面向。雖然第 78、80 題與第 75、77 題的兩個

因素特徵值大於 1，不過考量其信度分析結果不佳，所以本文僅使用

第 76、79、81、82 題。此外，此四題也與 Huang 等人（2005）利用

第一手調查資料與進行因素分析所選出之題目相同。接者，針對該

四題再次進行相同方法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706 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有達顯著性，另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僅有 1 個

且為 2.14，可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為 0.53。相關報表可參閱附錄二。 

在信度分析部分，Cronbach α 係數為 0.70，為可接受範圍，且

相關題目也有被國內外研究文獻所使用（Jacobsen, 1999; Atkinson 

and Coleman, 1985; Gauld, 2000; Huang et al., 2005），應有相當的信

度。此四題題目採取負面陳述，測量尺度選項 1 為非常同意，6 為非

常不同意，而選擇傾向同意者，顯示受訪文官對於民主政治運作影

響政策過程的容忍度較低，態度也較為負面；而選擇傾向不同意者，

則顯示他們的容忍度較高或態度較為正面。測量方向符合本文目

的，此四題合併成單一變數「對政治的容忍」。  

依變數是關於政務事務互動中代表行政的事務官回應性。本文

特別關注事務官對於政務領導的回應態度，也就是在政務事務互動

中事務官對於政務官決策的評價認知。測量題目是使用 2008 年台灣

文官調查庫第 43 到 48 題政務事務互動關係題組。這些題目是請受

訪者以本身的認知來回顧過去的經驗，評估本身對於政務官員決策

的回應態度。針對這六道題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63 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有達顯著性，表示此等題目可以

進行因素分析。接著，經過採取主成分分析萃取方式與直交轉軸法

後，發現有三個因素的特徵值大於 1，累積可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為

0.71。其中，以第 44、45、46 題的因素特徵值最大，為 1.68，且因

素負荷量也有超過 50%。接著，針對該三題再次進行相同方法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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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61 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有達顯著

性，另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僅有 1 個且為 1.79，可解釋總變異量百

分比為 0.59。相關報表可參閱附錄二。  

在信度分析部分，Cronbach α 係數為 0.64，尚屬可接受範圍。
11

 

進一步檢視所選取題目文字，係指事務文官評估回應政務官員政策

指示或作為時，其傾向採取正面或負面態度。這個題組係 2008 年台

灣文官調查庫研究團隊依據國內政治環境自行設計調查政務事務互

動關係評價，並將其理論基礎歸屬於政治中立（蔡秀涓、王千文，

2008）。誠如 Heclo（1975）所形容，文官的中立能力是一個「不可

思議的組合」（strange amalgam）：既忠誠又會向上爭論。也就是

說，中立能力涉及專業及回應性價值，使得中立讓事務官不僅利用

專業來抵抗政治也回應政治。所以，依據當初理論性設計目的與題

意文字，該題組應該是希望探究事務官在政務事務互動過程中是否

能夠忠實回應。
12

 國內相近研究也利用因素分析從該題組中萃取第

                                                        

11. 雖然目前國內外研究文獻並沒有類似測量題目，但是這些題目是資料庫研究團隊依據政

治行政互動模式與文官中立等理論文獻所設計（蔡秀涓、王千文，2008），可以反映國

內政務事務互動中常見的議題，如責任歸屬與承擔、事務官對於政務領導的態度等。在

國外的類似狀況，近年已有學者針對 Svara（2006b）的互補性論點與美國地方政府系絡，

設計題目與進行調查研究（Demir and Nank, 2012; Demir and Reddick, 2012; Demir et al., 

2015）。鑑於當前公共行政領域討論文官態度與行為大多屬於管理層面議題，並依賴引

用組織行為研究相關量表，較少關注政治面向的政務事務互動並從事量化研究。為了增

進理論建立與經驗研究累積，學界應可以依據核心理論與環境系絡來設計或修正問卷題

目。也許自行設計題目的信效度上未如既有調查量表完整，作者仍期許後續學界投入相

關議題研究，以利公共行政經驗性研究發展，最後，該題組所有題目的 Cronbach α 係數

檢定結果為 0.52。儘管經過刪除部分題目後之檢定結果提升不多，不過這份資料庫是國

內難得的調查研究，樣本數具有代表性與規模，使得這些題目值得進一步討論與檢驗。 

12.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原始資料第 43 到 48 題有部分題目將因果情境設計在同一個題目文

字的做法並不是很妥當。建議後續研究應該針對因果關係設計不同的題組，並用以檢測

自依變數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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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46 題之同一因素，並命名為被動政策立場（王光旭，2012）。

所以，本文將經過相同分析方法與結果的萃取因素，命名為「行政

回應立場」。此三題題目採用負面陳述，尺度選項 1 為非常同意，6

為非常不同意，當分數越高，代表事務官對政務官決策採取正面看

待，反之則是抱持負面態度。因為測量方向符合本文目的，故不作

重新編碼而合併為本文依變數。  

本文多元迴歸模型分析也納入一些控制變數，包括年齡、現職

年資、教育程度、是否為擔任主管職、性別、黨派立場，編碼方式

如表一。目前相關研究文獻檢驗控制變數的結果並不一致，例如文

官的年齡、年資、教育程度與性別對於政務事務互動及回應性可能

具有正向或負向關聯（Gregory, 1991; Jacobsen, 1999; 2006）。又從

實務角度，擔任主管職務者因為與政務官上司互動機會較高且擔負

較重的業務推動責任，越有壓力而必須予以回應政務官，所以，本

文也將主管職納入控制。最後，事務文官的黨派立場也可能會影響

文官體系回應性。在行政中立的信念下，事務文官的態度必須超越

黨派，不涉入黨派的政治競爭，並平等對待每一個政務官上司。但

是，實際上，政治與行政間難以二分，事務文官的行政角色往往具

有價值判斷與政治意涵（Rourke, 1984; Montjoy and Watson, 1995），

多少會帶有特定的政治態度。依據美國經驗研究觀察雷根總統任職

期間，文官體系的既有政策偏好或意識形態多少會影響其回應新總

統的政治控制（Golden, 2000），且意識形態的改變也非一蹴而成

（Maranto and Hult, 2004），所以本文也將黨派立場納入作控制變

數。下圖一為本文研究變數架構與假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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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變數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使用多元迴歸模型，必須注意一些假設檢定結果是否妥

當。首先，針對依變數與主要自變數，進行個別的偏態（skewness）

與峰度（kurtosis）分布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事務官回應態度屬於

正偏態（多數文官評價較低，顯示偏向消極回應），而民主政治認

知程度，則屬於正偏態（多數文官較不認同政務影響與政黨政治運

作）。另外，依據 Kline（1998）建議值範圍，依變數、主要自變數

與其他連續性控制變數的偏態與峰度係數，皆在偏態絕對值小於

3.0、峰度絕對值小於 7.0 以內，應可視為常態分布，可進行迴歸模

型分析。接著，也必須注意模型變數的異質性與多元共線性問題。

依異質性檢定結果顯示，未達顯著性，表示模型變數尚無異質性問

題。而多元共線性檢定方面，連續性變數的變異數膨脹因子（VIF）

皆小於 4，顯示共線性問題不大。  

最後，自陳式調查資料的同源偏誤（common source bias）問題

在管理學與心理學領域已經獲得相當的重視（ Podsakoff et al., 

2012）。而目前國內外公共行政的量化研究正在擴展，特別在公共

管理議題大量應用管理與心理學理論概念，如組織承諾、工作滿意

＋  
對政治的容忍 行政回應立場 

控制變數： 

年齡、性別、年資、教育程

度、主管職、黨派立場 



26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或工作績效等。因此，公共行政學者勢必要正視這個問題（Meier and 

O’Toole, 2012; Jakobsen and Jensen, 2015）。依據相關方法研究文獻

建議（Lindell and Whitney, 2001; Mackenzie et al., 1999; Podsakoff et 

al., 2003; 2012；彭台光等，2006），本文針對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

結果所選出之自依變數測量題目，使用三種檢測方法來確認共同方

法變異的影響，發現除了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外，其餘方法檢測結果顯示共同方法變異有產生一些影響，但

不至於改變原有變數關係。
13

 再加上，本文自依變數本質上屬於受

訪者的自我感受與評價，必須仰賴問卷測量始能得知，且不屬於目

前文獻所發現容易產生偏誤的變數關係，例如自評的工作績效、工

作動機或滿意等。同時，自依變數的信效度檢測分析結果也屬於可

接受範圍。所以，本文在方法與變數測量的可能問題應有得到控制，

不過仍會審慎地詮釋分析結果。  

                                                        

13. 感謝審查委員提示應該檢測這個問題。經本文採取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檢測結果顯示

有一個單一因素的平均解釋變異量超過 0.50。另外，在單一因素模式與多重因素模式的

配適度比較上，檢測結果顯示前者的模型適配度比後者差，且兩模型差異性有達顯著

性。在無關記號變數相關性檢測上，本文選擇方案承諾作為記號變數，並用以測量與原

自依變數測量題目的偏相關係數，發現僅有少數幾個有顯著相關外，其餘則沒有相關性。 

 不可否認，採取問卷調查方法的研究者應該重視同源偏誤問題。然而，當國內外學界呼

籲應該避免之，同時也面臨一些限制。第一，許多研究的概念原本就是測量受訪者主觀

感受或評價，而在現實世界裡可能並無適當其他資料來源而勢必依賴調查研究。第二，

目前研究文獻所建議各式事後補教或檢測方法各自有所侷限：不是無法適用每一個主

題，就是過度處理偏誤（Jakobsen and Jensen, 2015），甚至是根本無法補救或辨識，尤

其常見的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的檢測結果容易受到測量題目多寡影響，且無法分辨偏誤

的真正來源。因此，學者開始建議從研究設計階段開始採取各項預防措施（Favero and 

Bullock, 2014）。此外，近年來相關學者也開始反思同源偏誤問題是否真的存在或被誇

大（Fuller et al., 2016; George and Pandey, 2017）。美國公行學者 George 與 Pandey（2017）

建議應該採取務實的平衡觀點，並提供一個檢核表供從事調查研究者自我檢視相關處理

程序，值得國內學者參考及運用。國內相關討論部分，可參閱林俞君、陳敦源（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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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首先觀察分析樣本的敘述統計與特性，詳如表二。行政回應立

場的平均數為 2.47（四個題項合併後平均），以測量尺度 1 至 6 來

看，回應政務官員的立場也較為負面，顯示受訪事務官對於政務事

務間互動關係評價並不高。接著，事務官對政治的容忍的平均數為

2.03（三個題項合併後平均），以測量尺度 1 至 6 來看，受訪文官對

於民主政治影響政策過程的容忍程度也偏低。這個結果呼應 Huang

等人（2005）調查結果，國內文官體系普遍不喜歡政策過程中的政

黨政治運作與干預，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評價也不高。  

在分析樣本背景特性上，樣本為女性有 251 位，男性有 421 位，

其平均年齡為 44.4 歲，教育程度以大學學歷居多，服務機關現職年

資平均為 6.36 年。樣本擔任主管職計有 186 位，非主管職務者計有

486 位。在黨派立場上，表達泛藍者計有 311 位，泛綠者計有 103

位，而自認無特定黨派立場者計有 237 位。所以，本文分析樣本簡

薦任官中有近半數受訪者回答傾向泛藍，另有三分之一者自認沒有

支持特定政黨。  

表二 分析模型變數敘述統計  

 觀察值  平均數（標準差）  範  圍  

行政回應立場  660 2.47（ .75）  1-6 

對政治的容忍  667 2.03（ .63）  1-6 

年齡  668 44.40（9.00）  24-65 

現職年資  669 6.36（7.11）  1-40 

教育程度  670 4.15（ .7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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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職  672 .27（ .44）  0-1 

性別  672 .63（ .48）  0-1 

黨派立場  651 1.88（ .911）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三 多元迴歸模型（依變數：行政回應立場）  

 模型一  模型二  

廻歸係數  廻歸係數  

對政治的容忍  .585（.041）*** 

年齡 .007（.004）* .003（.003） 

現職年資 .000（.004） .002（.004） 

教育程度 .039（.038） .016（.033） 

主管職* .084（.070） .112（.061） 

性別* -.034（.063） -.013（.055） 

黨派立場* 

泛綠 

中間立場 

 

.162（.085） 

.168（.065）* 

 

.129（.074） 

.149（.056）** 

常數項 1.87 （.251）*** .95 （.227）*** 

樣本數 633 632 

調整解釋變異量/改變量 0.015／- 0.26／0.245*** 

F 檢定/改變量 2.6***／- 32.31***／29.71*** 

說明：1. 統計顯著性 p<0.05*，p<0.005**，p<0.001***。廻歸係數旁括

弧內為標準誤。  

2. *類別變數虛擬編碼部分，主管職的參照組為非主管，性別的

參照組為女性，黨派立場的參照組為泛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政務事務互動關係：台灣文官對政治的容忍之研究 29 

 

表三呈現多元迴歸模型分析結果。模型一僅檢驗依變數與控制

變數間關係，結果發現年齡較長者的回應立場較正面，且達統計顯

著性（p<0.05）。在黨派立場上，相對於泛藍支持者，表示無特定

黨 派 立 場 者 較 可 能 傾 向 正 面 回 應 政 務官員且有達統計顯著性

（p<0.05）。另模型一的調整後模型解釋變異量僅為 1.5%。  

其次，在自變數放入模型二後，不僅自變數迴歸係數具有顯著

性，調整後模型解釋變異量也提高至 26%，且模型改變量也達到顯

著性。在個別解釋變數迴歸係數部分，在模型二的控制變數中，僅

有黨派立場仍有統計上顯著性：相對於傾向泛藍立場者，表達沒有

特定黨派立場者有較正面的行政回應立場。也就是說，面對當時執

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自陳無特定黨派立場的中高階文官比表態泛

藍立場者，較有可能願意正面看待政務領導。有關自變數部分，文

官對政治的容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並支持本文假設：當文官

對政治的容忍程度愈高時，他們對於政務官的回應立場也相對地較

正面。換言之，當事務官接納民主政治在政策過程的現實運作與影

響時，反映他們具有較高的政治回應性認知，則也就較可能傾向以

正面立場來回應政務官的政策指示，而較少會消極以對。  

最後，考量依變數經過合併測量尺度非屬真正的等距尺度，而

在使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上，需要較為謹慎。所以，本文另行將依

變數的測量題目，利用因素分析方法，重新產生因素分數用以代替

依變數，再依據表三的模型與變數再次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

依變數是否轉換成因素分數，對於模型自變數的迴歸係數結果影響

差異不大。原先的迴歸係數的估計值，相對略高一點，故維持原來

的編碼與模型分析結果。依據表三模型分析結果與詮釋，本文假設

獲得經驗資料支持。亦即，當事務官對政治的容忍程度愈高時，他



30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們對於政務官的回應立場愈趨向正面。 

伍、討論與結論 

一、重要結果分析：對政治的容忍與行政回應立場

間之正向關聯 

民主治理的品質不僅依賴專業能力的官僚，也需要他們回應民

主的需求。而備受關注的是，非經民選的文官體系是否回應民主政

治的要求。文官體系的存在目的是維持國家行政制度的穩定與服務

人民的需求，而專業與效率作為政府運作與執行的工具，最終仍須

回應民意。正如學者 Waldo（1952: 102）所言：調合人們對民主的

渴望與對權威的需求。
14

 民主治理的回應性文官應該結合專業能力

與民主素養，其不單扮演行政上專家，在面對民主政治影響政策過

程與他們的行為時，也必須協助民主政治得以有效與穩定地運作並

回應其需求（Aberbach and Rockman, 1994）。而在回應的過程中事

務文官首要面對的，就是代表民意的政務官員。所以，在理論上事

務官行政工作必然需要回應政務領導，不過，在經驗上事務官如何

願意正向回應政務官？   

本文利用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檢驗影響事務文官回應政

務官的影響因素。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當事務文官對政治的容忍程

度愈高時，他們回應政務官的行政立場也較正面。換言之，事務官

                                                        

14. 原文為：「The central problem of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s of all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is how to reconcile the desire for democracy with the demands of authority」

（Waldo, 195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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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態度與他們如何認知政策過程的民主政治運作與影響有所關

聯。若文官對於民主政治運作有正面經驗與認知時，則他們在政務

事務互動中，可能願意正面看待政務官員的指示而非消極回應。過

去 Aberbach 等人（1981）與 Gregory（1991）將對政治的容忍的測

量代表事務官的政治回應性，但是可能並不一定反映事務官的回應

政務領導的認知。本文研究結果可謂延伸 Aberbach 等人（1981）與

後續國內外相關調查研究分析，進一步驗證對政治的容忍態度可以

讓事務官願意正面回應政務領導。雖然，「政治」如同「官僚」的

字義，往往具有負面印象與意涵。一般人經常將民主「政治」視為

民粹、偏差或無效率。不過，民主政治已成為目前世界各國接受的

一種制度安排。民主體制的穩固與深化，不僅需要市民的信任，也

應該得到文官的承諾。不管基於個人工作目標或理念的契合，亦或

認同政治的決策正當性，若事務官正視民主政治的運作與結果，能

夠容忍政治對於行政體系運作的影響，則他們可能較願意正面看待

政務官員並回應其政策的意志，也將有利於政務事務關係的正向互

動與合作。此外，資料結果也顯示，受訪文官的行政回應立場與無

特定黨派的中間立場間具有顯著關聯性。可以合理推測，在兩屆民

進黨執政下，當事務官的黨派認同較為中立或開放時，其回應政治

上司的立場可能較為正面。  

二、研究貢獻 

本文分析結果預期可以增進累積國內外政務事務關係研究成

果與實務經驗。第一，本文強調過去研究文獻較少論及事務官的

政治認知。政務事務關係文獻大多關注雙方互動的類型學與模式

（ Aberbach et al., 1981; Aberbach and Rockman, 2006; S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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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b），但是欠缺探討事務官如何回應政務領導。一方面，不管過

去文獻是傳統二分或控制論，或是動態的混合或互補論，仍然是以

由上而下的方式看待事務官回應，相對地較少研究討論事務官自身

特定態度或偏好（Meier and O’Toole, 2006）。即使不少學者相信政

務官與事務官間應彼此尊重在制度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並可以建立

相互信任的協力關係（Svara, 2001; Maranto, 2005）。但是，吾人仍

然好奇在政務事務互動中如何「化干戈為玉帛」，而讓事務官願意

正面回應政務官。另一方面，Aberbach 等人（1981）與 Gregory（1991）

所發展的對政治的容忍變數正好可以反映政務事務關係中的政治回

應性，惟因缺少理論建構，後續國內外學者甚少進一步引用。為填

補相關研究缺漏，本文利用對政治的容忍態度，並以組織制度理論

探討事務官如何認知所身處治理環境中的民主政治運作，並進一步

討論與檢驗事務官在政務事務互動中回應。本文結果增添過去研究

文獻少見的由下而上之解釋角度。  

第二，本文系統性探討國內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事務官如何回應

政務領導。自 2000 年台灣首次出現反對黨取得中央執政權後，國內

許多學者紛紛投入探討比以往更加動態與衝突的政務事務關係。當

時研究文獻大多採取質性或個案分析（熊忠勇，2012；蔡秀涓，2012；

黃東益，2013；廖洲棚，2016），訪談數名政務官與事務官，並發

現政務事務間良性互動與合作，乃得利於雙方之間存在某種默契，

並體現在雙方互相瞭解、重視專業與夥伴關係，而有助於降低政策

過程的交易成本及提升政府績效。不過，此等事實與建議仍然缺少

進一步實證性檢驗。雖然，國內學者已有相關的事務官政治與行政

態度與行為調查研究（賴維堯，1995；王俊元，2010；王光旭，2012），

但是其並未有進一步探討政務事務的互動過程及影響因素。且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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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也尚未利用大規模調查資料進行檢驗政務事務關係與回

應。本文利用國內難得的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且分析結果顯

示，在政務事務互動中事務官的行政回應與其對政治的容忍間具有

顯著關聯性。此等研究結果不僅增補過去類似之經驗調查研究的不

足外，也正好對於國內相關質性或個案研究文獻發現，提供一個有

利的循證性基礎。  

第三，本文研究結果也對於實務改革提供一個另項理論思考。

過去 2000 年民進黨首次贏得總統大選後，便開始積極進行各項人事

調整，企圖更加掌控過去被人視為國民黨鐵票倉的公務機關系統。

2016 年 5 月國內又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政務事務互動關係再度成

為國內學界與實務界的焦點（余致力，2016）。而當前政府正積極

推動文官體系的人事改革，包括三級機關首長採取政務常務並行、

機關參事等職務得以機要人員進用等，試圖擴大用人彈性來改變行

政體系思維與作為，加速行政機關回應政務領導與所謂之社會需

求。
15

 依據 Meier 與 O’Toole（2006）的觀點，這些執政者從過去到

現今之實務改革手段可謂由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但是實際的成效為

何？事務官更有回應性？或行政機關的公共服務績效更佳？相關問

題仍有待國內學者進一步探討。本文研究採取一個由下而上的視

角，認為政治與行政互動中事務官的回應性也可能與他們本身的特

定態度有關，尤其是他們如何看待政策過程的民主政治運作。經驗

                                                        

15. 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點，新政府著手新的人事行政改革的確可能會改變政務事務互動，也

連帶可能影響政府的治理成效。雖然，這個問題已經超出本文的研究目的與範圍，不過，

本文作者之一已經收集相關資料，以某一個改制之直轄市為例，討論官派區長或民選留

任區長推動服務品質表現，試圖回答與比較政務或事務任用機關首長的績效。依據美

國的研究案例發現，以事務官所領導的行政機關的組織績效較佳，請參閱 Haglund

（2015）、Mill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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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支持本文假設：對政治的容忍與行政回應立場間的正向關聯，

意謂除了來自於外在誘因影響外，事務官回應政務領導也與其接納

民主政治影響政策過程的認知程度有關。所以，實務上文官體系改

革不應過度依賴外在的政治控制，而係思考如何導引事務官內在認

知或特定價值的內化。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第一，何種個人或組織性因素會影響文官的對政治的容忍，本

文受限於次級資料而無法進一步釐清。文官對政治的容忍的背後原

因除了基於民主課責的行政素養外，也可能出自於特定目的（不

管是積極面的政策及利益追求，或是消極面的便宜配合）之策略

性決定。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繼續探討文官的工作動機與責任

價值認知等，以進一步探討影響文官工作態度背後可能之價值或

動機性因素。  

第二，影響政務事務互動關係之因素甚多且複雜，本文假設與

分析模型僅檢驗對政治的容忍的影響而忽略其他可能的自變數，致

使統計模型解釋變異量僅為 26%。相關研究文獻指出，影響事務官

回應可能還包括管理層面的雙方政策目標的一致性、個人避險傾

向、信任、領導者人格魅力或組織文化，亦或政治層面外在環境的

政治支持或政治化措施等（Brehm and Gates, 1999; Golden, 2000; 

Maranto, 2012; Sabatier et al., 1995）。但是，同樣受限於次級資料的

固定問卷題目，本文的統計模型僅檢驗對政治的容忍，並納入人口

社會背景因素作為控制變數，而忽略其他潛在的解釋因素。建議後

續研究可以重新設計問卷題目，增加討論其他的相關變數，俾利建

構較完整的分析架構及統計模型，以探索更多未知且複雜的政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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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互動關係。  

第三，本文所用調查資料仍需要進一步更新。雖然當前台灣民

主轉型已經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再次突顯政治與行政連接的重要

性，但是吾人對於政務事務關係的瞭解仍有所不足。誠然，2008 年

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已經無法解答當前政治情勢下的政務事務關

係。不過，本文主要關心的是當初國內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中央政府

事務官面對經由選舉過程的新政治權威時，他們如何看待與回應政

務領導。而面對前揭問題，本文希望在當前研究文獻依賴質性資料

分析與有限的量化研究之外，有效運用目前僅有的調查資料庫來進

一步檢驗政務事務互動與回應。不可否認的，即使面對近十年政治

環境的改變，政務事務互動依舊在所謂政治回應與專業自主之間擺

盪。而本文分析結果對於今日現象應仍具有參考價值。雖然，舊有

資料可能限制研究推論，政務事務關係議題依然值得持續探討，使

得本文應採取較嚴謹的詮釋。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重新設計與測量自

依變數，再次確認本文假設的時效性。甚至，後續相關研究可以採

取貫時資料分析，透過加入時間的元素與定群追蹤資料，進一步探

討不同時間點的政務事務互動結果與影響。  

第四，政務事務關係是一個複雜的互動過程，本文僅關注在事

務官一方，而未探究政務官的認知與態度。如同 Meier 與 O’Toole

（2006）所描述的棒球投打關係，
16

 若無法探知雙方不同的價值與

態度，將難以描繪政務事務監的動態關係。不過，本文目的希望呼

應 Meier 與 O’Toole（2006）官僚價值觀點，選擇從事務文官的角度，

                                                        

16. 原文為 “To examine the dance of politicos and bureaucrats without knowing the values h eld 

by each is the equivalent of play baseball without bats or balls”（Meier and O’Toole, 2006: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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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文官回應性與對於政務事務關係正向影響，同時，本文也受限

於次級資料，無法得知政務事務互動的另一方：政務領導對於行政

系統的態度。他們對於文官體系的認知也可能會影響政務事務關係

與發展。過去 Aberbach 等人（1981）曾同時調查事務官與政務官員

對於政治影響政策過程的態度。也有一些研究文獻調查政務官員對

於行政體系運作的認知或評價（Lee, 2006; Maranto and Skelley, 1992; 

Brewer and Maranto, 2000）。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加入政務官

的觀點，進一步調查他們如何看待事務官與行政體系的角色，也可

以設計相同問卷題目，同時調查政務官與事務官對於特定議題的態

度與影響他們彼此的互動，以擴大理解政治行政間動態關係。  

依據分析結果，本文提供相關的實務建議。面對政治的必然影

響，行政系統必須有所調適。事務文官必須正視與回應政策過程的

民主政治運作與影響，以強化文官體系的民主承載力。儘管，民主

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政策過程中出現不少的黨派衝突、少數利益

獨佔或偏差動員等問題，皆會影響行政體系的效率、公正與專業執

行。不過，民主的機制可貴之處，在於人民有機會可以定期汰換執

政者（Riker, 1982）。在此等機制下，永業的事務文官必須能夠承受

與回應政策過程中民主政治運作對自身與行政機關的各種影響。儘

管民主政治經常帶來衝突、妥協與干預，但是事務官必須同時體認

到民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接納民主政治運作但不代表接受黨派政

治的干預，而是履行選民託付政務權威的工作職責。  

最後，毫無疑問地，台灣民主化已經影響國內既有官僚體系。

事務文官的決策與行為多少都會受到民主化與民主政治在政策過程

中直接或間接影響。鑑於在歐美各成熟民主國家經驗，合作又衝突

的政務事務關係已然成為常態，而走過民主轉型與深化的台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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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治結構正在衝擊官僚體系的運作與回應。本文認為，本土民主

轉型的治理環境正好提供一個適合的經驗場域，用以檢視民主化對

於政務事務互動與回應性，乃至於績效改革的影響，也期待未來更

多經驗研究的投入瞭解國內民主化下官僚行為與公共管理等相關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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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文自依變數使用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

資料庫題目 

(一) 對政治的容忍 

請依照您的想法，回答下述問題並進行圈選：非常同意為 1，非常

不同意為 6 

原始題號  題目  

V75 一般而言，為公共政策品質把關的是民選的政治人物，

而不是公務人員  

V76 政務人員干預行政機關所負責的事務，是我國行政運作

的一項隱憂  

V77 一般而言，民意代表比較關心公共利益，而不是較狹隘

的政治利益  

V78 政策制定過程中，專業及技術的考量應重於政治的考慮  

V79 在我國政策形成過程中，往往太過偏重政治人物及政黨

的利益  

V80 在我國的政治過程中，民間團體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  

V81 雖然幾個主要政黨在我國政治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們

經常造成不必要的政治衝突  

V82 假使能減少政治人物在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而增加行

政部門專家的影響力，政府行政效能應可大大提高  

(二) 行政回應立場 

以下為「政務人員」及「事務人員」互動的相關問題。請依照您在

公務機關的經驗，回答下述問題並進行圈選：非常同意為 1，非常

不同意為 6 

原始題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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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3 在公共政策的爭議中，政務人員不會讓事務人員自己承

受外界的壓力  

V44 當政務人員將政策失敗的責任歸給事務人員時，事務人

員的工作態度會變得比較消極  

V45 政務人員推動的許多政策，只是為了要減少事後被民眾

究責，而不是真為民謀福  

V46 當政務人員的政策方向與事務人員有所不同時，事務人

員在執行上會變得比較被動  

V47 政黨輪替會讓政務人員更尊重事務人員的政策專業  

V48 政務人員作內部管理措施的決定時，會將當事人的政治

立場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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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自依變數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 

(一) 對政治的容忍（未刪題前） 

特徵值與變異量 

 初始特徵值 轉軸後特徵值 

成
分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1 2.25687 0.2821 0.2821 2.25073 0.2813 0.2813 

2 1.49633 0.1870 0.4692 1.26735 0.1584 0.4398 

3 1.00376 0.1255 0.5946 1.23888 0.1549 0.5946 

4 0.85470 0.1068 0.7015    

5 0.74868 0.0936 0.7950    

6 0.64755 0.0809 0.8760    

7 0.51845 0.0648 0.9408    

8 0.47366 0.0592 1.0000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677 

Bartlett 球型檢定   

卡方分配  2061.278 

自由度  28 

顯著性  0.000 

成分矩陣（轉軸後）  

題號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V76 0.6822 -0.0552 0.1518 

V79 0.7635 0.1108 -0.0627 

V81 0.7149 0.0952 -0.1817 

V82 0.7351 -0.1699 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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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8 -0.1131 0.8756 -0.0070 

V80 0.2858 0.6604 0.2667 

V75 0.1069 0.0586 0.7614 

V77 -0.2126 0.0886 0.7263 

(二) 對政治的容忍（刪題後） 

特徵值與變異量 

 初始特徵值 轉軸後特徵值 

成

分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1 2.13954 0.5349 0.5349 2.13954 0.5349 0.5349 

2 0.79609 0.1990 0.7339    

3 0.58360 0.1459 0.8798    

4 0.48077 0.1202 1.0000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706 

Bartlett 球型檢定   

卡方分配  1438.926 

自由度  6 

顯著性  0.000 

成分矩陣（轉軸後）  

題號  成分 1 

V76 0.6677 

V79 0.7785 

V81 0.7349 

V82 0.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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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回應立場（未刪題前） 

特徵值與變異量 

 初始特徵值 轉軸後特徵值 

成

分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1 2.04498 0.3408 0.3408 1.68454 0.2808 0.2808 

2 1.20499 0.2008 0.5417 1.35919 0.2265 0.5073 

3 1.01110 0.1685 0.7102 1.21734 0.2029 0.7102 

4 0.70480 0.1175 0.8276    

5 0.56866 0.0948 0.9224    

6 0.46548 0.0776 1.0000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630 

Bartlett 球型檢定   

卡方分配  1471.846 

自由度  15 

顯著性  0.000 

成分矩陣（轉軸後）  

題號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V44 0.8442 0.0267 -0.0975 

V45 0.5295 -0.3913 0.4070 

V46 0.8240 -0.0846 0.1778 

V43 -0.1012 0.7771 -0.3279 

V47 0.0152 0.7707 0.3902 

V48 0.0457 0.0177 0.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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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回應立場（刪題後）  

特徵值與變異量 

 初始特徵值 轉軸後特徵值 

成
分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總和 
變異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1 1.79119 0.5971 0.5971 1.79119 0.5971 0.5971 

2 0.73612 0.2454 0.8424    

3 0.47269 0.1576 1.0000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610 

Bartlett 球型檢定   

卡方分配  914.472 

自由度  3 

顯著性  0.000 

成分矩陣（轉軸後）  

題號  成分 1 

V44 0.7391 

V45 0.7271 

V46 0.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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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areer Officials:  

A Study of Bureaucrats’ Tolerance of 

Politics in Taiwan 

 
 

Chien-Hsun Huang  * Don-Yun Chen   

 

 

How to make career officials more responsive to executive 

leaderships is critical in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interactions. 

According to past literature, while the relationships of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areer officials are illustrated by political control 

or dichotomy, these studies explain their interactions from 

top-down perspective. Some researchers have even argued the 

matter of cooperation, or mixed model between their interactions. 

However, the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how career officials 

respond to political appointees. 

This study aims at examining tolerance of politics and 

career officials’ responsive attitudes to political appointees by 

discussing their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policy 

process of democracy and responsiveness.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the TGBS（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 Survey）from 

2008 and the sample of top and middle level officials in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finds that career officials ’ response to 

executive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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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tolerance of politics. 

The findings fill a gap in the past literature about [the]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by focusing on a bottom-up 

view of career official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systems. Also,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s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areer officials  after 

the first turnover of ruling party in Taiwan. In the final section, 

research limits and further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Keywords: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responsiveness, political 

control, dichotomy, tolerance of politics 


